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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深度学习方法构建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模型，并运用泰尔指数分

解、核密度估计与梯度下降算法明晰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格局、动态演进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沿线省域普惠

金融发展整体处于低水平、缓增长的成长期阶段;横向来看，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金字塔”型分布，除

“极核”上海表现突出外，其他省域呈低水平均衡态势;纵向来看，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其发展

速度呈“高低相间、连片集群”的分布格局;(2)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梯度分布格局。

东部各省域分布呈两极分化趋势;东北、西南各省域分布相对均衡;西北各省域分布由两极分化向多极化转变;(3)银

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小贷公司信贷状况、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投诉率与不良贷款率是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关

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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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 国际小额信贷年”活动中正式提出，并以其解决金融排斥、改善金融结构、促进经济

包容性增长的价值目标，日渐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共识(Easterly,2006)[1]。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2016年，

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总体目标，为我国

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2017 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主旨演讲，并在演讲中强调“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这表明，作为金融领域的一种制度创新，普

惠金融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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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强调发展普惠金融，是因为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以下路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劲动

力:一是缓解资金约束。普惠金融能够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涉农产业、小微企业提供多渠道、可持续的资金支持，有效缓

解了上述弱势市场主体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资本约束;二是助力脱贫致富。普惠金融能够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省域

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平等、有效的金融服务与信贷支持，使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通过“主动造血”机制脱贫致富;三是激

发创业创新。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创业创新主体的金融可得性，帮助其在“一带一路”贸易交往中运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

拓展新市场，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李梦雨，2019)[2]。然而，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仍面

临较大挑战:从供给方面看，普惠金融供给主体存在结构不均衡、定位不清晰、互动不协调等问题，难以在“一带一路”推进过

程中形成强大合力;从需求方面看，普惠金融需求主体存在资信水平差、教育程度低、金融需求分散等问题，难以在“一带一路”

推进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上述供需矛盾的持续存在严重阻碍了普惠金融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积极作用。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其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与评价。根据普惠金融内涵与特征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的异质性特征、

收敛性趋势及影响因素(Sarma,2008;孙英杰和林春，2018;杨明婉等，2019)[3][4][5];二是普惠金融发展的经济绩效评价。在普惠金

融发展水平测算基础上，检验普惠金融对贫困缓减、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等的影响机制(Kapoor,2013;梁榜和张建华，2019;顾

宁和张甜，2019)
[6][7][8]

;三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风险应对与路径选择。明确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财务风险、技术风险、信用风险等，

给出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与可行模式(尹振涛和舒凯彤，2016;陆岷峰和徐博欢，2018)[9][10]。然而，上述研究鲜少基

于“一带一路”视角探讨普惠金融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更未见运用深度学习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

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鉴于此，本文以我国“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圈定的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深度学习方法构

建“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模型，探析“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特征、动态演进与影响因素，

以期为“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普惠金融研究拓展到“一带一路”应用场景之中，明确我国“一带一路”

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为实现普惠金融与区域发展的良性互动提供理论依据;第二，首次运用深度学习

方法构建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模型，避免了该领域已有无标签数据测算方法的权重主观性、随意性缺陷，能够充分挖掘多维度、

非线性、高噪音数据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扩充了普惠金融量化研究的“工具箱”，极大提升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算精度;

第三，综合运用泰尔指数分解、核密度估计与梯度下降算法从时空格局分析、时空动态演进、权重贡献识别三个方面考察我国

“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状况，为把握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痛点，提升我国“一带一路”沿线

省域普惠金融联动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二、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准确评价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必要前提。为此，本文基于指标

体系构建的可行性、系统性、代表性原则，遵循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 G20 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借鉴我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对普惠金融的内涵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于晓虹等(2016)[11]、林春等(2019)[12]的研究成果，从“金融服

务可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情况”、“金融服务质量”三个维度构建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表 1)。 

表 1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方向 编号 

金融服务可得性 
每万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 正向 C1 

每万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 正向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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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万平方千米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 正向 C3 

每万平方千米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 正向 C4 

每万农村人口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 正向 C5 

每万农村人口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 正向 C6 

每万平方千米农村面积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 正向 C7 

每万平方千米农村面积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 正向 C8 

每万人小额贷款公司营业网点数量 正向 C9 

每万人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员数量 正向 C10 

每万平方千米小额贷款公司营业网点数量 正向 C11 

每万平方千米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员数量 正向 C12 

金融服务使用情况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 正向 C13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 正向 C14 

每万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正向 C15 

每万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正向 C16 

保险密度 正向 C17 

保险深度 正向 C18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正向 C19 

金融服务质量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 反向 C20 

每万人银行业金融服务投诉数量 反向 C21 

 

评价指标体系中，金融服务可得性是指金融供给方能够满足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城市低收入者、小微企业

经营者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鉴于此，本文在金融服务可得性这一指标下设置 12个二级指标，从人口覆盖性与地理覆盖

性两个方面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公司三类金融服务供给主体进行评价;金融服务使用情况是指金

融需求方对各类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实际使用状况，其主要涵盖储蓄、信贷、支付、保险等。鉴于此，本文在金融服务使用情况

这一指标下设置 7 个二级指标，从密度与深度两个方面考察存款业务、贷款业务、保险业务使用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考察

小额信贷使用状况;金融服务质量是指金融供给方能够向金融需求方提供可持续、标准化的金融服务。鉴于此，本文在金融服务

质量这一指标下设置 2个二级指标，考察金融供给方的服务质量。 

三、基于深度学习的省域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一)模型适用性评价 

深度学习(DeepLearning)是一种运用学习样本数据对研究对象进行特征表达的人工智能技术，其本质为包含多个隐藏层的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Lecun等，2015;刘星南等，2020)
[13][14]

。与其他机器学习方法相比，深度学习具有如下鲜明特征:一是强调神

经网络结构的深度属性，即包含较多数量的隐藏层;二是强调多层非线性特征变换，即将低层特征表示逐层转换为高层特征表示

(Russell和 Norvig,1995)[15]。基于上述原理，深度学习方法能够自动提取研究对象的复杂特征，解决其他机器学习难以处理的

模式识别问题。当前深度学习已在风险识别、情感分类、地价评估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卓越性能，成为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前沿

方法(周明和王满仓，2019;Rojas-Barahona,2016;王华等，2018)[16][17][18]。鉴于此，本文尝试将深度学习引入普惠金融评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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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价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供新方法。 

之所以将深度学习引入普惠金融发展评价领域，是因为深度学习在处理高维数据的复杂结构问题上具有其他方法难以比拟

的独特优势: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是一个包含多重因素的综合系统，不同因素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若直接使用已有

文献中的主成分分析法、独立成分分析法等线性分析方法，即将不同维度影响因素投影到同一方向降维，会导致各因素间可能

存在的未知联系丢失，降低测算结果精确度。正因如此，近年来虽有大量学者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但仍存在着标准

不一、评价主观、结论矛盾等固有缺陷，难以得到该领域学者的普遍认可。深度学习方法善于处理数据间未知的、复杂的非线

性关系，有效解决权重确定过程中的随意性、主观性缺陷，且能够根据神经元梯度消失特性筛选出与最终输出结果无关的部分

属性，极大提升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算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自动编码器是一种能够实现无监督学习的深度神经网络，可认为是非线性、鲁棒性更强的主成分分析方法。与只能进行线

性处理的主成分分析法相比，自动编码器既能处理线性关系，也能处理非线性关系。将深度学习与自动编码器结合，能够表征

数据与评价结果间的非线性关系，显著提升算法的识别准确度，实现对传统线性评价方法的充分优化。自动编码器包括编码器

与解码器两个部分，二者呈对称分布，以输入与输出一致的方式提取隐藏层特征。编码器首先将数据逐次升维，在较高维度寻

找其相关关系，之后将数据压缩为低维度的隐藏层特征;与之相反，解码器对学习到的隐藏层特征进行反向解码，进而重构出原

始数据(Baldi,2012)[19]。本文构建基于自动编码器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基于自动编码器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结构图 

(二)模型构建与算法实现 

1.基于自动编码器的深度神经网络构建。 

本文运用 Python语言的 Keras库构建基于自动编码器的“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深度神经网络。首先将输

入层设定为普惠金融数据集的 21 个归一化指标，编码器隐藏层均为全连接层。第 1 至 4 层依次具有 64,256,64,16 个节点，所

使用的激活函数为 Tanh，第 5 层具有 4 个节点，所使用的激活函数为 Softmax，最后一层具有 1 个节点，所使用的激活函数为

Sigmoid，用于输出排序结果。解码器与编码器呈对称分布，隐藏层同样均为全连接层。将 1个节点作为解码器输入，隐藏层依

次具有 4,16,64,256,64 个节点，并使用 21 个节点作为解码器输出，输出结果为神经网络学习后的普惠金融数据集。设置迭代

次数为 200，对该深度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1)激活函数。激活函数将非线性特征引入神经网络，主要目的在于将 ANN中节点的输入信号转换为输出信号。对神经网络

而言，激活函数能够实现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间的非线性映射。本文使用 Tanh、Softmax、Sigmoid三种激活函数进行运算。其

中，Tanh函数使变量输出于(-1,1)之间，通过限制其输出范围使神经网络更易收敛。Softmax函数使变量输出于(0,1)之间且输



 

 5 

出变量总和为 1，从而凸显最大值并抑制远低于最大值的其他变量。Sigmoid函数使变量输出于(0,1)之间，用于输出排序结果。

Tanh、Softmax、Sigmoid三种激活函数依次由下列公式定义: 

 

 

(2)优化器与损失函数。优化器是深度神经网络的关键环节，主要目的在于对神经网络中的权重进行更新。本文使用随机梯

度下降算法(SGD)作为深度神经网络的优化器，其因更快收敛的能力而被广泛采用。SGD算法可由下述公式简要表示: 

 

其中，w为神经网络节点间的权重，*为优化器算法学习率，在此设定为 0.2,y为节点输出期望值，hw(x)为节点输出真实值。

本文对神经网络训练样本中的每组数据依次计算权重并更新，直到损失函数收敛到期望值。 

损失函数能够计算深度神经网络中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异。本文使用最小均方误差(MSE)作为深度神经网络的损失函数

进行训练。最小均方误差可由下述公式简要表示: 

 

其中，Y为神经网络输入层所有神经元组成的矩阵，a为神经网络各层权值矩阵，b为期望输出矩阵。 

(3)参数选取与模型评价。为验证参数选取与模型构建的准确性，本文以损失函数值为校验目标，观察不同学习率与不同隐

藏层对损失函数值的影响。根据图 2 可知，本文选取的相关模型参数具备更优越的评估性能，其损失函数值在多次迭代后小于

期望值 0.1，模型构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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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不同参数选取的模型准确性对比 

综合以上步骤，本文构建的普惠金融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参数如下表 2所示。 

表 2普惠金融神经网络模型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值 

输入层节点数 21 

隐藏层数 11 

隐藏层每层节点数 64，256，64，16，4，1，4，16，64，256，64 

输出层节点数 21 

隐藏层使用方法 全连接层 

激活函数 Tanh，Softmax，Sigmoid 

优化器选取 SGD 

优化器学习率 0.2 

优化器动量系数 0.9 

损失函数 MSE 

批大小 17 

迭代次数 200 

 

2.基于 batch梯度下降算法的权重计算。 

在得到各省域普惠金融评价结果后，就能根据普惠金融数据集和省域排名计算各指标权重。本文使用 batch梯度下降算法，

将基于假设函数得到的排名结果与本文基于深度学习得到的期望排名进行比较，逐次缩小二者间差异，直至最终获取各指标权

重。 

首先，设置 batch梯度下降算法的代价函数为: 

 

其中，x为普惠金融数据集，w为各指标的权重，y为期望排名，h(x)为假设函数，M为普惠金融指标数，+为正则化参数，

在此设置为 10。代价函数能够判断假设函数与期望输出间的差异，代价函数值越小，结果越趋近最优解。 

代价函数中，假设函数与期望输出间的差异通过下述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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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函数的后半部分为惩罚函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与每万人银行业金融服

务投诉数量为负向指标，其他均为正向指标。因此，本文通过权重正负值判断指标正负向，若权重结果与期望结果符号相反，

则代价函数输出增加。ReLU 函数最能反映上述表征:对负向指标而言，若权重数值小于 0，则输出为 0 即不增加代价函数值;若

权重数值大于 0，则输出为正数即增加代价函数值。 

假设函数 h(x)的计算公式为: 

 

假设函数的矩阵表示式为: 

 

在使用 batch梯度下降算法迭代更新权重之前，需要先计算代价函数梯度: 

 

其中，假设函数与期望输出间的差异部分求导结果为: 

 

ReLU函数求导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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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ch梯度下降算法将所有假设函数统一计算之后再统一更新权重。权重的更新规则为: 

 

当代价函数低于期望值&时或达到设定的迭代次数时迭代终止，即: 

 

此时输出结果 w即为各指标在“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终评价中的所占权重。 

四、“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将 2015 年我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重点圈定的 18 个省(市、

自治区)认定为“一带一路”沿线省域，具体包括我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林、辽宁，西北地区的陕西、青海、甘肃、新疆、

宁夏、内蒙古，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西藏、重庆，东部地区的广东、浙江、福建、海南、上海。西藏相关金融数据缺失严

重，因此在后续分析中作剔除处理。对于其他省份的少数缺失数据，本文采用 kmeans均值聚类插补法进行处理。由于政策落地

需要一定时间窗口，本文最终以除西藏之外的 17 个省(市、自治区)2016-2018 年金融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各省(市、自治区)金融运行报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Wind 数据库等。此外，

在运用深度学习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之前，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二)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模型，本文测算出“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如表 3所示。从发展水平来看，2016-2018年沿线省域

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整体均值为 0.2455，高于整体均值的沿线省域仅有 4个;从发展速度来看，2016-2018年沿线省域普惠金融

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为 0.68%，高于整体年均增长率的沿线省域共有 9个。上述结果表明，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处于低水

平、缓增长的成长期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泰尔指数分解、核密度估计与梯度下降算法从时空格局分析、时空动态演进、

权重贡献识别三个方面对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深入阐释。 

表 3 2016-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排序 省域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综合指数 

1 上海 0.7535 0.7551 0.7568 0.7551 

2 浙江 0.2944 0.3020 0.3074 0.3013 

3 广东 0.2521 0.2590 0.2609 0.2573 

4 辽宁 0.2511 0.2461 0.2422 0.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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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蒙古 0.2273 0.2299 0.2312 0.2295 

6 吉林 0.2146 0.2344 0.2163 0.2218 

7 宁夏 0.2138 0.2192 0.2201 0.2177 

8 福建 0.2081 0.2118 0.2131 0.2110 

9 黑龙江 0.1989 0.2083 0.2057 0.2043 

10 陕西 0.1989 0.2041 0.2096 0.2042 

11 海南 0.1998 0.2043 0.2033 0.2025 

12 重庆 0.1952 0.1996 0.2071 0.2006 

13 青海 0.2041 0.1992 0.1976 0.2003 

14 甘肃 0.2006 0.2001 0.1961 0.1989 

15 新疆 0.1827 0.1844 0.1840 0.1837 

16 广西 0.1717 0.1712 0.1704 0.1711 

17 云南 0.1677 0.1672 0.1681 0.1677 

 

1.时空格局分异。 

根据表 3 中的数据结果，本文从发展水平(横向)与发展速度(纵向)两个维度描述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时空

格局特征，并运用泰尔指数分解法揭示沿线省域普惠金融时空格局分异的形成机理。 

横向来看，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金字塔”型分布，除上海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显著高于均

值之外，其他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均接近或低于整体均值且分布较为集中，呈现低水平均衡的发展态势。其中，排名第一的

上海与排名第十七的云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均值相差达 0.5874，这表明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呈现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上海

作为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极核”，对其他省域的虹吸效应导致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断崖式”分布格局。 

纵向来看，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各省域发展速度呈“高低相间、连片集群”的分布格

局，重庆、陕西等普惠金融发展低起点省域展现出巨大增长潜力。根据演化特征差异，可将沿线省域划分为发展型、波动型、

滞后型三类。发展型如重庆、陕西、浙江等均具有较高的发展速度，普惠金融水平迅速提升;波动型如黑龙江、海南、吉林等虽

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年际间存在回落与波动;滞后型如辽宁、青海、甘肃等呈现负增长态势，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仍亟待提升。 

以经济区域划分，“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

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梯度分布格局，且东西差距显著高于南北差距。究其原因，东部地区具有良好的金融基础，金融机

构渗透性较好，存贷款业务与保险业务不断拓展，且具有较强的金融风险化解能力。此外，政府积极运用财政贴息、差别税率

等经济调控手段引导资金流向弱势群体，普惠金融配置效率不断提高。随着东北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东北地区金融发展速度

不断提升，金融资产规模日益扩大，金融深化水平显著提高。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东北地区金融风险相对较高，金融运行效率

相对较低，中小微民营企业存在较为显著的融资难问题。西北地区经济起步较晚，普惠金融发展的客观条件相对较差，资金外

流现象较为明显，与东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但随着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的持续推进，西北地区的小额信贷规模显著增

加，展现出良好发展势头。西南地区具有较多低收入人口，加之少数民族集聚，进一步增加了普惠金融发展的难度与复杂度。

与其他地区相比，西南地区在金融机构渗透性、金融服务状况等多个方面均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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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明晰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形成的内在机理，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分解法测算沿线省域

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泰尔指数及其分解贡献率。整体而言，2016-2018年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泰尔指数均值为 0.0984，

由 2016年的 0.0997缓慢下降至 2018年的 0.0985，这表明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差距虽有轻微收敛趋势，但各省域间仍存在较

大差距。从分解结果来看，在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差距中，按照经济区域划分的组内贡献约占 65.31%，组间贡献约占 34.69%，

这表明区域内差距是造成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而细分至各区域内部可知，2016-2018年东部地区泰尔指数整

体均值高达 0.1513，而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泰尔指数整体均值分别为 0.0030、0.0025、0.0033，这表明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

展差距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综上所述，充分发挥上海等普惠金融极核的辐射带动作用，缩小因资源禀赋与先行优势导致的区域

内部发展差异，特别是缩小东部地区各省域间差异，是提升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 

2.时空动态演进。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展现出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考

察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动态演进趋势，本文运用 Stata14.0 绘制我国各区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核密度估计图谱，根

据曲线分布状况对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路径进行深入分析。图 3-图 6依次展示了我国“一带一路”东部、东北、西北、

西南沿线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动态演进趋势。 

从曲线形态来看，东部地区核密度估计曲线始终呈“双峰”分布，且在曲线中部出现断层，这表明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

呈现较为显著的两极分化趋势，具备良好普惠金融基础的上海成为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增长极，与其他省域构成职能上的

等级关系;东北、西南地区核密度估计曲线始终呈“单峰”分布，这表明东北、西南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相对均衡，并未出现显著

的极化趋势，由于东北、西南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尚未出现能够吸附周边省域普惠金融发展资源的极核，区域内

部均处于低水平均衡的初级发展阶段;西北地区核密度估计曲线由“双峰”向“多峰”转变，这表明西北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由两

极分化向多极分化转变，伴随着区域内部各省域普惠金融的不平衡发展，新的普惠金融增长中心正在酝酿，这一特征与西北地

区部分省域如陕西、宁夏的普惠金融高增速表现相契合。 

 

图 3东部地区普惠金融演进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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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东北地区普惠金融演进趋势 

 

图 5西北地区普惠金融演进趋势 

 

图 6西南地区普惠金融演进趋势 

从波峰波宽来看，东部地区核密度估计曲线“高峰”与“矮峰”的峰值高度均逐渐降低，宽度无显著变化，这表明东部地

区普惠金融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区域内的省域协同效应仍未形成;东北地区核密度估计曲线“波峰”高度逐渐增加，宽度逐渐变

窄，这表明东北沿线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差距不断减小，各省域普惠金融发展分布逐渐集中;西北、西南地区核密度估计曲线“波

峰”高度逐渐下降，宽度逐渐变宽，这表明西北、西南沿线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差距不断增大，各省域普惠金融发展分布逐渐离

散。 

3.权重贡献识别。 

为进一步明晰各指标在“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排序中的不同作用，探讨各指标对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的影响程度，本文基于 batch梯度下降算法测算各指标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计算结果中的权重贡献，如下表 4所示。 

表 4“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C1 0.1147 C8 0.0063 C15 0.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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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0.0520 C9 0.0311 C16 0.0548 

C3 0.0646 C10 0.0136 C17 0.0724 

C4 0.1578 C11 0.0170 C18 0.0418 

C5 0.0031 C12 0.0368 C19 0.1346 

C6 0.0625 C13 0.0581 C20 -0.0894 

C7 0.0167 C14 0.0589 C21 -0.0916 

 

金融服务可得性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对“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

影响较大，小额贷款公司覆盖率对“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由此可知，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

中，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人口与地理上的全面覆盖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普惠金融服务的不断下沉与网络的逐步优化，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被顺利打通，具有金融需求的各类弱势群体，特别是生产能力相对较低的农村人口，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金融服务，

并最终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机遇脱贫致富。 

金融服务使用情况方面，小额信贷对“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最大，贷款业务与保险业务对“一带

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同样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贷款业务仍是弱势群体所需的主要

金融服务。增加针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供给，充分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能够显著提升各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此过程

中，小额贷款公司各类贷款业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导资金流向农业生产者、小微企业经营者等被正规金融

体系排斥在外的弱势群体，帮助弱势群体通过“主动造血”机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脱贫致富(谢玉梅等，2016)
[20]
。 

金融服务质量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与服务投诉率对“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均具有较大影响。

由此可知，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控制金融服务的信用风险，提升金融服务的客户满意度。一方面，普惠金融的服务

对象往往是缺乏有效信用记录与抵押物品的长尾人群，在满足上述弱势群体金融服务需求的同时，必须提高普惠金融供给主体

的信用风险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普惠金融的服务水准不应以服务对象的改变而降低，弱势群体同样应该享受到标准化、多元

化的优质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并非单纯的金融救助，其最终必须发展成为具有市场化运作能力的可持续模式，特别是，在“一

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上述市场化模式必须能够经受国际市场的冲击与考验。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普惠金融的理论内涵与现实实践，本文创造性地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并以此测

算“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研究表明:(1)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处于低水平、缓增长的成长期阶段。横

向来看，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金字塔”型分布，极核增长与低水平均衡并存。纵向来看，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

展水平稳步提升，部分发展低起点的沿线省域展现出巨大增长潜力。(2)按照经济区域划分，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东

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梯度分布格局，且东西差距显著高于南北差距。其中，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呈现较为显著的“两极分化”

趋势，东北、西南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相对均衡，并未出现显著的“极化”趋势，西北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由“两极分化”向“多

极化”转变。(3)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小贷公司信贷业务占比、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投诉率与不良贷款率是影响各省域普惠

金融发展水平高低的关键指标。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普惠金融体系，明确沿线省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市场定位。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

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金字塔”状分布，各省域间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因此在普惠金融推进过程中，必须根据不同

省域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金融供需状况、金融服务能力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普惠金融体系。对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省

域而言，应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普惠金融市场化运作，在资产定价、管理运营、服务方式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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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保证金融资源配置的高效率，鼓励普惠金融需求主体利用“一带一路”历史机遇走出国门，借助国际市场脱贫致富;对发

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省域而言，应将普惠金融的政府扶持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兼顾普惠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性与社会

公平性，鼓励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普惠金融需求主体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同时扶持并未完全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普惠金融

需求主体，使其通过“主动造血”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省域而言，应充分利用政府行政、经济等宏观调

控手段加强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普惠金融融资规模，引导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需求主体倾斜，使其逐步参与到“一带

一路”建设过程之中。 

第二，发挥中心省域对外围省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沿线省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协同发展。区域内差距，特别是

东部地区的内部省域差距，是造成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缩小因资源禀赋与先行优势造成的两极分化，推动

沿线省域普惠金融沿着“低水平均衡-极核-高水平均衡”的脉络演进是提升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关键。因此在普惠金

融推进过程中，必须有力统筹各省域普惠金融发展规划与资源分配，并根据不同区域普惠金融动态演进特征进行差异化的战略

布局。对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且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的东部沿线省域而言，应充分发挥上海这一极核对周边省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引导上海由虹吸效应主导的普惠金融集聚中心发展模式转向由溢出效应主导的普惠金融服务中心发展模式，降低区域协同成本，

提升区域协同效率;对处于低水平均衡，并未出现显著极化趋势的东北、西南沿线省域而言，应积极培育能够集聚金融稀缺资源、

提升金融运作效率的增长极核，依托“一带一路”历史机遇与普惠金融相关政策实现普惠金融市场化运作的正向循环;对由两极

分化向多极分化转变的西北沿线省域而言，应在进一步加强普惠金融增长极核建设的同时扶持次级普惠金融增长极核发展，充

分发挥多极化演进特征所带来的分工与合作优势，促进不同省域间普惠金融发展的良性竞争与深度协同。 

第三，推进智慧式、数字化的普惠金融模式，降低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运营成本。金融机构覆盖率、小贷公

司信贷、金融服务投诉率与不良贷款率是影响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域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普惠金融推进过程

中，应充分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渗透度与标准化水平，在解决弱势群体融资需求的同时尽可能降低信用风险，最终实现普惠金融

的市场化运作。而以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AI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模式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有效途径:一方面运用

数字技术对普惠金融需求主体进行精准识别，通过对该用户的需求画像与深度分析为其匹配针对性、差异化的普惠金融服务;另

一方面运用数字技术大力发展移动支付、线上审批等普惠金融服务，最大限度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量，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

并通过普惠金融需求主体信用体系联网实现信息共享，降低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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